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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西藏特色优势产业的中小型民营企业文化资本研究 

王凡妹1 

 

一、 研究背景 

 

根据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西藏应该“从资源条件、产业基础和国家战略需要出

发”，“着重培育具有地方特色和比较优势的战略支撑产业”，“增强自我发展能力”2。特色优势

产业的发展是关乎西藏经济发展的大事情。然而，笔者发现，西藏部分特色优势产业中小型民营

企业的发展遭遇到瓶颈：建厂水平较低，经营效益一般，缺乏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难以扩大生

产规模或开展深加工业务。究其原因，除企业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制度管理问题以外3，还在于文

化资本的开发利用不充分。  

“文化资本”的概念最早由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布尔迪厄，

1997），后由戴维思罗斯比（David Throsby）引入经济学领域。思罗斯比认为，“文化资本”是

“以资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存量”。这一资产可能有形或无形：有形文化资本资产存量

存在于文化遗产或绘画之类的艺术品或人工制品中；无形文化资本则表现为某一群体共享的思

想、实践、信仰、传统和价值观等，其将一组特定人群团结起来，实现群体认同，或是表现为公

共品（如文学或音乐）的艺术品存量（Throsby，1999：6~7）。20 世纪 80 年代，组织文化研究在

美国逐渐兴起，21 世纪初开始进入我国管理学领域。2011 年，张德和潘文君（2011：56~60）将

“文化资本”定义为“持续地投资于组织文化建设而形成的一种能够给组织带来潜在收益的资本

形式”，并且指出，企业文化资本能够使组织成员在认识和行动上保持一致、加强组织成员的凝

聚力、提升组织的创新力以及打造企业的形象力。 

本研究拟以民族手工业与高原食饮品业为例，分别从经济学（产品的文化价值）与管理学（企

业文化建设）角度，探讨西藏特色优势产业中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如何通过文化资本的投入、开发

与利用，达到提升产品的经济价值、强化员工企业认同感、增强企业凝聚力的目的。 

 

研究方法 

 

本研究由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两部分组成。笔者于 2013 年 7 月至 9 月赴西藏 S 市及其下辖

的 S-1 县和 S-2 县进行田野调查。调研对象为 6 家中小型民营企业：A 集团（总部及下属 A-1、

A-2 和 A-3 公司）在内地和西藏的雇员总数约 1800 人，B 集团（总部及下属 B-1 和 B-2 公司）

雇员总数 100~200 人，C 公司、D 公司、E 公司和 F 公司的雇员数目均未过百；A 集团、B 集团

和 E 公司的所有者为藏族，D 公司为回族，C 公司和 F 公司为汉族。这些企业均属特色优势产业，

分属（1）“高原特色食饮品业”，A-1 公司主打油类产品和林下资源产品，A-2 公司、C 公司和 F

公司分别主打天然矿泉活水、青稞酒和牦牛肉系列产品；（2）“民族手工业”，A-3 公司和 B-2 公

                                                                                                                                                                       
说明。另外相同的观点，笔者在私下与一些世俗维吾尔知识精英接触时，也多有所闻。 

1 作者为北京工业大学教师，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 
2“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取自

http://www.gov.cn/ldhd/2010-01/22/content_1517549.htm 
3 笔者在“藏族员工在西藏中小型民营企业内的职业发展研究（王凡妹，2014）”一文中，展示了此次实地调研

的藏族员工职业发展状况。 

http://www.gov.cn/ldhd/2010-01/22/content_15175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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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主打产品为唐卡，B-1 公司、D 公司与 E 公司主打产品分别为藏香、羊（牦牛）毛（绒）纺织

品与藏毯，F 公司兼有藏香业务。在实地调研中，笔者选用一对一无结构或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法

和观察法搜集数据，辅之以问卷调查法。2014 年 7~8 月，笔者电话回访了 A 集团、B 集团和 C

公司 5 名管理层成员，完善了定性数据，搜集访谈个案 51 个（汉族 18 个，藏族 31 个，回族 2

个），回收问卷 45 份。 

 

二、 产品的文化价值问题 

 

思罗斯比（2011：33~35）认为，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虽然存在相关性，但主要内容各自不

同，需要作为不同的主体来考察。文化价值相对独立于经济价值而存在，如，消费者未必愿意为

文化价值而支付更多的钱。尽管思罗斯比明确区分了两种价值，但是无法忽视的是，企业之所以

关注产品文化价值的挖掘与提升，最终还是为了带来产品经济价值的增长，而在这一过程中，消

费者的支付意愿至关重要。因此，本部分将从消费者的角度来探讨产品的文化价值问题。另外，

本部分还将涉及“文化附加值”的概念，即，商品在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中，因各种文化因素

直接或间接附加在商品之上而使得商品增加的价值（刁宏宽，1994：27）。这一概念强调的是商

品增值，有别于思罗斯比的“文化价值”概念。 

西藏的人文景观、民族风情、宗教信仰等文化资源，能给特色优势产业企业产品添加高文化

附加值，大幅提升市场竞争力。西藏是藏族人民世代生息之地，2010 年数据显示，藏族人口

（2,716,388 人）在全区人口（3,002,165 人）中的占比高达 90.48%（西藏自治区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等，2012：70）。千百年来，在地理环境与宗教信仰的影响下，西藏与外界

的商品交换和文化交流程度极低（朱普远，1993：32~34）。商品经济不发达、对外文化互动不频

繁、现代化程度较低等，成就了西藏的特殊地位，吸引着探求“本真性（authenticity）”体验的

海内外游客1。在不少人心中，西藏是一片“世外净土”：未经雕琢的自然风光、神秘奥妙的藏传

佛教、善良淳朴的藏族百姓、高亢嘹亮的藏族歌曲，无不成就着人们对生命的本真体验。这种体

验，成为植根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心智资源，强烈地影响着人们对西藏特色产品的感受。如果企业

能够充分利用这一心智资源，发掘产品的文化价值，激发消费者支付意愿，则不难实现产品经济

价值的增长。 

1． 民族手工业品的文化价值 

民族手工业品以民族文化为依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所调研的企业中，A-3 和 B-2

公司的唐卡、B-1 和 F 公司的藏香与 E 公司的藏毯，均因富含藏文化元素而拥有高文化价值。 

在西藏众多民族手工业品中，最能彰显藏文化魅力的当属唐卡。作为“流行于藏区的一种宗

教卷轴画”（王尧等，1998：250），唐卡承载着深厚凝重的宗教文化。在西藏市场上，略具唐卡

知识的消费者都知道，自己是“请”而不是“买”一幅唐卡，以免亵渎神灵。制作完成的唐卡，

也往往要拿到寺庙里“对背面进行开光加持”，赋予唐卡“神圣的意义”（叶星生，2012：33）。

除宗教功能外，唐卡还有极高的艺术性，具有收藏价值。质量上乘的唐卡，均由技术精湛的画师

使用天然矿物植物颜料精心绘制，构图复杂，笔法细腻，色泽鲜艳，历久如新。目前，A-3 和

B-2 公司除推出大量宗教题材的作品外，还绘制一些以西藏自然美景、人文景观或藏族风土人情

为主题的唐卡，以满足那些看重其艺术价值的消费者需求。 

藏香也是宗教文化的载体之一。早在吐蕃王朝时期，为了虔诚地供奉佛陀，吞米桑布扎在

家乡吞巴的吞曲（河）畔，精心研制出了手工水磨制香技艺（松桂花，2006：35；宋志伟等，2011：

                                                        
1 “本真性”经验带有主观性，是“个体感觉到他们接触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以及他们‘真实的’自我”（Handler 

& Saxton，1988：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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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不少人购买藏香，是为了朝圣拜佛、祈福辟邪。F 公司与 S 市著名“财神庙”合作开展制

作销售藏香的业务1，寺院香火旺盛，吸引着大批海内外香客，F 公司的产品因此获得丰厚的品牌

溢价。此外，藏香还有重要的价值：点燃一柱藏香，其散发的香气不但能净化空气，而且因原料

“具备较广的药理药效作用，从而达到预防流感、呼吸系统疾病等功效”（松桂花，2006：36）。

为强调藏香的药用价值，B-1 公司特地在销售藏香的展厅内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多种藏香原料（藏

药材），向大众普及藏香的药用知识。 

另外，藏毯是藏族民众的日常用品，也是民族传统手工业品的代表。藏毯的染色工艺、图案

和编织方法充满了藏文化特色，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吕明辉等，2013：42）。目前，E 公司已

成为西藏藏毯产业的重要新生力量，其产品除销往内地外，还在欧美市场大受欢迎，供不应求。 

调研发现，制作销售唐卡、藏香和藏毯的企业已经开始注重产品文化价值的开发。如，B 集

团与旅行社合作，将企业作为旅游线路定点参观购物地点，让游客们现场观摩数十位唐卡画师的

实地作画情境，以及藏香的手工制作技艺；B-1 公司在推广藏香时会刻意强调，产品制作师傅和

制作工艺均源自吞巴村； A-3 公司和 E 公司的唐卡绘制和藏毯编织现场也对外开放。调研还发

现，在一些消费者心中，藏文化具有地域性特征，即，消费者将自己对藏文化的认知局限于西藏。

调研发现，由于藏族技术类人员奇缺、内地技术类人员要价太高且不愿意长待西藏、从国外聘请

此类人员更难等原因，E 公司面临着严重的技术人员匮乏问题，导致其无法扩大再生产。但企业

却坚持不到内地办厂。因为其海外客户群只要“Made in Tibet（西藏制造）”的“Tibetan Carpet

（西藏藏毯）”，在客户（尤其是海外客户）心中，西藏是藏民最集中的地区，文化也是最纯粹的

藏文化，尽管价格不菲，其藏毯仍能够在国际市场上颇具竞争力，正是因为迎合了客户这一心理，

充分利用了“西藏”这一特殊地域形象给产品带来的文化价值。 

与 E 公司相似，D 公司也是利用西藏当地出产的藏系绵羊毛、山羊绒、牦牛绒等原料加工制

作纺织品，围巾、披肩、大衣、羽绒被等产品质量也属上乘，企业同样享受自治区政府的优惠性

政策，也面临着技术类人员的匮乏问题，但 D 公司的经营状况远远不如 E 公司。究其原因，一

定程度上是由于 E 公司生产的民族手工业品拥有高文化价值，而 D 公司的产品不具有任何藏文

化价值：产品设计丝毫看不出藏域特征，也不含任何藏文化元素，产品包装上仅有的汉英双语介

绍只强调了原料“质量好”的特性。这使得企业产品与内地其他同类产品竞争时，优势只剩下原

料质量。 

初加工业务多而深加工业务少，既造成了产品附加值有限，也浪费了西藏原本有限的特色资

源：初加工产品利润微薄，为了生存与发展，D 公司只能尽可能多地占有羊毛等资源，而在不断

重复的“收毛（绒）2—初加工—对外销售”过程中，企业对资源的占有度越高，资源的浪费度

越大。目前，D 公司正开拓羊绒初加工产品的尼泊尔市场，这类产品将经由尼泊尔企业深加工后

销往欧美等国，这将造成藏区资源的进一步减少。可见，特色资源产业企业的发展，对西藏经济

影响深远。倘若 D 公司能够使产品添加文化价值（如推出带有藏文化特色的新品），使其有别于

内地同类产品，那么不难在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 

与其他西藏特色产品相比，对民族手工业品文化价值的开发至关重要。用思罗斯比的理论分

析，民族手工业品属于有形文化资本资产，其作为实体存在而具有经济价值，并且，经济价值会

因文化价值而得到显著提升（思罗斯比，2011：50）。如，唐卡或因使用质量上佳的画布、储量

有限的天然矿物植物颜料与珍贵的象牙或珊瑚做“唐尕”而具有一定的物质价值，但其价格之所

以能够在市场上动辄数万，是因为其艺术性和/或宗教性，即，从“文化内容中获得了大量经济

价值”（ibid：51）。在这一过程中，有形文化资本存量“引起的资本服务流”，直接为民众所消费

                                                        
1 藏香由 F 公司制作，在寺院销售，同时挂寺院和 F 公司品牌。 
2 D 公司每年向西藏的牧民收购大量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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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50）。 

调研发现，企业在挖掘民族手工业品的文化价值方面应该还有上升空间，这主要体现在企业

忽视了产品原料（资源）所承载的文化意涵方面。如，由于藏香是“根据藏民族五大学说之医学

理论及藏药配制工艺，经历代高僧和著名藏医学家的多次验方整理，将多种天然藏药材合理配制

而成（松桂花，2006：35~36）”，因此 B-1 公司可以从藏医药文化入手，提升藏香的文化价值。

再如，依托动物资源生产的产品与西藏千百年来的“泛神信仰”（刘伟，2008）相关。在动物崇

拜中，耗牛被神化为造物主、世界的创造者、人类的祖先，白牦牛更是“耗牛图腾中被神灵化地

位最高的一种神（伊尔·赵荣璋，2009：105）”。另外，苯教认为，羊与藏族的灵魂不灭思想密

切相连，于是出现对守护神的“献羊”仪式，藏族神灵的伴神中也出现不少羊神（林继富，1996）。

因此，D、E 公司可以从动物崇拜入手，为富含藏民族特色的产品添加艺术价值以外的其他文化

价值。在这些情形下，藏医药文化和动物崇拜均可作为投入品，增加了有形文化资本的资本存量。 

    2．高原特色食饮品的文化价值问题 

调研发现，与民族手工业品生产企业不同，依托西藏资源生产青稞酒、牦牛肉、油类产品、

林下资源产品或矿泉水产品的高原特色食饮品企业，大多强调产品的纯净、天然、无污染等自然

属性，在文化价值的发掘方面尚显不足。 

在所调研的各家企业中，A-1 公司最注重对产品文化价值的开发，力图通过打造特殊的产品

形象来实现。A-1 公司的油类产品和林下资源类产品的原料均取自西藏本地。在产品外观设计上，

该公司加入大量藏文化元素。如，产品的商标设计从三方面体现出藏文化特征：（1）商标的宗教

含义。在品牌“SL”字样上方绘制着“卧鹿金轮”图案，旁边围绕着“吉祥八宝”图；（2）商标

的文字。商标由汉、藏、英三种语言文字组成，汉语和藏语同为“SL”，英语是“Tibet Nature（西

藏天然产品）”，并且，林下资源类产品都拥有藏语名字（如“西藏冬虫夏草”的藏语名称是“押

匝巩布”）；（3）商标的颜色。“SL”商标由黄绿二色组成，“吉祥八宝”为金色，该颜色组合蕴含

深意，一是五色（蓝白红绿黄）寓意涉及苯教、佛教和藏医药学各方面（扎曲，2012），黄绿色

彩能突出产品“生于斯长于斯”的特色；二是绿色能给人天然无污染的感受；三是在西藏传统社

会生活中，黄色（金色）代表着“稀有与高贵、富有与奢华”，只有社会地位显赫者或是神灵才

能享有这种颜色（张虎生，2007：42），用金色绘制“吉祥八宝”，能突出宗教的神圣感觉。除

A-1 公司外，其他几家企业也或多或少在产品设计上凸显西藏特色：如，C、F 公司在企业名称

上分别加入“藏”字和“珠峰”字样；C 公司产品的商标和包装上显示藏、汉双语文字；A-2 公

司的商标是藏、汉、英三种语言。 

尽管如此，在产品文化价值的开发利用上，这类企业普遍止步于外在形象的打造。这是因为，

在不少管理者眼中，非文化类产品难以加入藏文化元素。这一看法的最大问题在于，管理者对“文

化”概念的理解过于狭窄。实际上，在人类学家看来，文化既是“复合的整体”，“包含知识、信

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及习惯（Taylor，1958：1）”，

也是“生活得以运行的手段”（费孝通，1995：59）。由此可见，对于那些与藏民传统日常生活有

着千丝万缕关系的高原食饮品，不难从民间习俗中探寻到文化价值。如，高原食饮品企业可以从

藏民的生活习俗入手，依托藏民饮食习惯开发的美食文化，为牛羊肉制品、青稞制品（糌粑）或

松茸之类的西藏特产加分；依托藏民日常习俗开发的养生保健文化，为冬虫夏草等林下资源类或

核桃油之类带有保健作用的产品加分。另外，我们依旧可以从产品的原料入手，为产品添加文化

附加值。如，青稞长达数千年的种植史，以及由青稞造就的西藏高原农业文化1，能使以青稞为

原料 C 公司打出文化牌。再如，依托水资源生产的产品可与藏族对神山圣湖的崇拜（刘伟，2008：

                                                        
1 早在 5000~8000 年前的旧时代晚期，藏族先民就开始培育青稞。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前 1 世纪，藏族先民开创

了高原青稞文化（李宝海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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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相关联。西藏有九大神山，山神基本上是藏传佛教和苯教传说中的高僧大德，而高原的湖

泊也大多是神湖或圣湖（林继富，2004：205）。如果水源地依山（神山）傍水（圣湖），水资源

企业就可以通过宣传神山圣湖文化，甚或以注册商标的方式（如市面上的冈仁波齐天然矿泉水），

将神山圣湖所承载的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 

藏民的宗教信仰和民间习俗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可以转化为无形文化资本，为区内特色优势

产业企业所用。思罗斯比（2011：51）指出，无形文化资本拥有“巨大的文化价值”，虽然其本

身不具有经济价值，但“引致的服务流反而会产生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如，神山圣湖信仰出

于“纯经济原因而被需求”——如，水产品因借用神山圣湖来打造品牌而具有文化价值——该信

仰引致的“服务流的经济价值就以纯物质或机械的方式存在”（Throsby，1999：8）。在这种情况

下，水产品就既具有文化价值，也具有经济价值。 

总之，只有充分利用西藏特有的文化资源，生产带有藏文化元素的耐用品，或是生产带有藏

文化元素的快速消耗品，才能够使自己的产品脱颖而出，占据市场地位。 

 

三、 企业文化建设问题 

 

企业之所以要开展文化建设，对外是为了宣传企业形象，对内是为了将员工团结到企业麾下，

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维系企业在市场上的可持续性竞争地位。张德（2009：39）指出，企业文化

建设的投入过程就是企业文化资本的积累过程，文化资本的投入要素涉及到管理者的价值观与行

为、员工的参与、典礼和仪式、传播网络与组织制度。在本部分，笔者将探讨西藏特色优势产业

企业如何通过这些资本要素的投入1，达到提升员工职业自豪感、激发员工潜在生产力、促进民

族融合、缓解企业人力资源困境之目的。  

1． 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建设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文化显性层面的设计，包括文化的理念层、制度层和符

号层设计（张德，2009）；二是文化的诠释，关键在于对核心理念的诠释。 

调研发现，A 集团在文化显性层面的设计上，注重在传播网络与仪式方面下功夫，精心打造

企业形象。如，除了内部汇报资料外，对外广告、公司印章、产品手册均用藏、汉双语；A-1 和

A-2 公司在 S 市的总部均有两个会议室，其中一个装饰成富丽堂皇的藏式风格，专门用于对外接

待工作；当企业有重要客人时，集团董事长（藏族）和全体女员工们（包括汉族员工）会穿上藏

装，表示欢迎。这些文化符号，无不传递着企业是藏族企业、产品来自藏区等信息。 

笔者注意到，民族手工业企业在传递文化核心理念时，往往强调三点：（1）藏文化的保护与

传承。如，B 集团管理者告诉员工，唐卡和藏香是“我们藏族祖宗流传下来的工艺品”，富有鲜

明而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员工们承担着保护和传出这种文化产品的重任；B-2 公司每日清晨举

行半小时佛经诵读仪式，以提醒唐卡画师们尊重传统；A-3 公司管理者强调，集团开办唐卡业务，

不是为了赚钱（“因为唐卡本身赚不了多少钱”），而是为了保护和传承这支藏文化奇葩；A-3、

B-2 和 E 公司管理者告诉员工们，后者所绘制的唐卡或编织的藏毯会永久留存于世间，唤醒他们

在生产过程中的责任意识，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2）传统宗教思想。如，B 集团借用藏传佛教

的传统思想，强调自己的企业不杀生，做“清清白白的”生意。（3）环境保护思想。如，A 集团

和 B 集团强调环境保护意识，赢得了员工信任：A-2 公司成立环保基金会，在销售水产品的同时

做公益——每销售一瓶水，贡献 5 分钱给环保基金会，用于环保活动；B 集团管理者向员工强调

唐卡和藏香原料的纯天然性，不会破坏环境与危害人的健康。 

以上这些文化理念的传递，赢得了藏族员工的强烈认同感，也影响到部分汉族员工。访谈中

                                                        
1 有关企业组织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请参阅王凡妹，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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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发现，大多数汉族被访者（14 名）表示，其最初之所以决定留在西藏，或多或少是出于对

这片神秘土地（自然美景或民族风情）的热爱。可见，倘若企业能够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加入藏

文化元素，那么将有益于吸引和留住更多的藏、汉员工。然而，由内地入藏的汉族（回族）老板

创办的 C、D 和 F 公司，却显然未注意这一点。实际上，与藏族创办的企业相比，汉族（回族）

开办的企业更应该注重打造带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调研发现，有来自农牧区、从未有过企业工作

经验的藏族基层员工表示，自己没有想过去一家汉族老板的企业打工：在他们看来，汉族老板即

使招聘农牧民员工，也是为了完成政府任务。另外，有在藏族老板的企业工作过一段时间的藏族

中层管理者表示，自己在汉族老板开办的企业是不会受到重视的，因为后者“应该”只看重学历

或能力。然而，事实证明，在所调研的中小型民营企业中，不但普遍存在着人力资源匮乏问题（王

凡妹，2014），而且无论是藏族还是汉族老板，都愿意吸纳藏族一线员工，更欢迎会说藏、汉双

语的藏族管理者。这说明，企业的人力资源需求与供给间出现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在这种情形下，

如果内地入藏企业在打造文化的过程中融入藏文化元素并加以宣传，使藏民觉得，自己并非是到

一家与藏文化无关的企业打工，将有益于藏族员工的招聘工作。 

总之，特色优势产业企业通过建设带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能够激发员工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

提升职业荣誉感。在这一问题上，有学者（蔡旺春&李光明，2011）提出的将文化产业与制造业

相结合的产业联合模式值得借鉴。如，C 公司无论是对外宣传上还是对内员工的理念传递上，都

只强调青稞的自然属性。如果企业能与当地的村落合作，打造祭祀青稞田的传统“望果节”，或

是与其他企业联合，在这种节日中举行“赛牦牛”活动，就既将青稞文化符号化，也宣传了牦牛

文化。 

    2．丰富文化生活，促进民族融合 

除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等文化要素外，文体活动也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活动

不但可以丰富员工文化生活，而且有利于增强员工对群体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张德，2011：

167~169）。然而，所调研的企业在职工文化生活方面的投入非常有限。特别是除位于 S 市的 A、

B 集团总部以外，其他企业都位置偏僻，大多数员工平时只能住在厂区，文化生活的单调，甚至

导致员工因难以忍受枯燥乏味的工作生活而离职。目前，企业开展文化生活的状况如下：（1）A

集团和 C 公司每年举办 2~3 次大型文艺演出；（2）A-1 公司会在业余时间组织员工打篮球和乒乓

球，每年会组织郊游活动；A-2 公司地理位置最偏僻，会在员工下班后安排他们打球、唱歌、跳

舞、举办各种比赛，也会组织他们在工厂“过林卡”；（3）A-1 公司为员工提供简单的健身场地

和设施（篮球场、足球场与少量器材），备有阅览室；B-1 公司和 B-2 公司提供篮球场地和乒乓

球台；B 集团、D 公司和 E 公司的员工宿舍有电视机。调研还显示，在不少管理者眼中，员工们

下班以后的时间本应由自己安排，企业没必要出面组织活动，这一观点才是导致这些企业文化生

活乏味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对于西藏中小型民营企业而言，文化生活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促进藏、汉员工

交往的最有力工具。调研发现，在这类企业中，藏、汉员工的族群隔离现象既存在于汉族高管与

藏族基层员工1之间，也存在于企业的同级员工之间。为了测量企业内的民族融合程度，笔者参

阅 Erika Hayes James（2000）的文章，设计了两道大题来测量藏、汉员工的企业外部和内部的社

会资本资源（social capital resource）状况。 

第 1 题旨在测量被访者获得企业外部的心理支持来源。问题是：“您加入企业之后，当出于

情感支持、信任和尊重以及确认自己想法的需要，会从企业外部的哪些人员那里获取帮助？”备

选答案有“藏族”、“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该题分值计算方式：（1）将被访者民族身份与

                                                        
1 这些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格局为：高层和中高层管理者大多是汉族，藏族管理人员较少，而中层和中低层管理

者以藏族员工为多数，汉族为少数，基层一线的员工基本上全是藏族（王凡妹，20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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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之人民族身份进行匹配，两者为同族成员（如均为藏族）记 1 分，反之记 0 分（如一藏一汉）；

（2）将每位被访者列出的所有成员得分取均值，得出此人企业外部心理支持的“族群类同性”

分数。结果显示，39 名被访者的“族群1类同性”均值为 0.93（SD=0.14），说明“族群同质性”

非常强；其中 80%的成员得分为 1 分，即 80%的成员在企业外部最亲密的几位朋友都是同族成员。 

第 2 题旨在测量被访者在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网络，由 4 道小题组成，由被访者依次回答：

题 2-1.“您加入本企业后，当基于工作或任务上的需求，或基于寻求友情、诉苦、快乐等心理支

持的需要，最会去与哪些人进行接触？”回答问题的方式与记录同第 1 题。然后，针对被访者所

指出的每个人，继续询问 2-2，2-3 和 2-4。题 2-2 旨在测量“关系强度”，针对被访者在第 2-1 题

中提及的每位员工，回答“此人与您的关系如何？”备选答案有“1-很不密切（只有工作必须时

才有交流和互动）”，“2-不密切（限于工作上的交流和互动）”，“3-密切（除了工作上的交流和互

动，有一定的私人交往）”，“4-非常密切（有很多的私人交往）”。该题分值分两步计算：（1）记

录被访者与每位员工的“关系强度”；（2）分别计算每位被访者的“同族关系强度”和“异族关

系强度”。比如说，一位藏族被访者列出 3 个人，分别是藏族、汉族和藏族，他们与被访者的关

系强度分别为 2、1 和 4，则被访者的“同族关系强度”为 3【(2+4)/2】，而“异族关系强度”为

1。题 2-3 旨在测量被访者在企业内部关系网络中所能获得的“职业支持”，此题由 3 个小问题组

成，分别针对被访者在第 2-1 题中所提及的每位员工，回答此人在“当您需要工作方面的指导”、

“当您需要了解与工作相关的资源时”、“当您需要了解工作诀窍或秘诀时”，所能提供的帮助程

度。备选答案有“1-根本没有帮助/几乎没有帮助”，“2-较少帮助”，“3-一般帮助”，“4-较多帮助”，

“5-非常多帮助”五个选项。题 2-4 旨在测量被访者在企业内部关系网络中所能获得的“心理支

持”，分别针对被访者在第 2-1 题中所提及的每位员工，回答此人在“在给予您情感上的支持时”

所提供的帮助程度。备选答案同 2-3 题。在计算 2-3 和 2-4 题时，笔者采用类似于 2-2 题的方法，

分两步走：（1）计算被访者与所提及的每一位员工的“帮助程度”；（2）分别计算被访者的“同

族帮助程度”和“异族帮助程度”。 

统计结果显示，就均值而言，同族关系强度为 3.13（SD = 1.01），异族关系强度为 1.97（SD 

= 1.51）；同族职业支持度为 3.67（SD = 1.15），异族职业支持度为 2.26（SD = 1.86）；同族情感

支持度为 3.49（SD = 1.58），异族情感支持度为 2.23（SD = 1.88）。结果表明，无论是在关系强度、

职业支持度和情感支持度上，同族数据都超过异族数据，并且，异族的标准差较高，说明被访者

之间同异族的交往程度差别较大。尽管数据样本较少，且是便利抽样，但问卷填写者大多为各家

企业的管理层成员或专业技术人员，这些人本身有机会接触到异族成员（比如说，藏族管理者能

够接触到汉族管理者或专业人士）。然而，数据表明，异族交往程度显著低于同族交往程度，这

说明，企业内的民族融合状态较差。因此，企业如何帮助员工打破族群隔离，应该引起我们的重

视。 

藏、汉员工之间的隔离状况造成了两大问题：（1）藏族基层员工要想晋升到管理层，既需要

能用汉语交流，也需要职业支持网络（尤其是高层管理者的认可，但高层管理者中大多数是汉族）

（王凡妹，2014：54~57），但族群隔离状况却使其职业发展受阻，减少了企业对其的吸引力；（2）

强化了汉族员工的孤独感，尤其是对于那些家在内地的已婚员工而言，婚姻问题、子女问题以及

朋友圈的改变问题，成为影响他们继续留在企业、甚至西藏的重要因素之一。 

要想打破这种族群隔离状况，去除藏族员工的语言障碍是前提条件。多年来，我国开展的双

                                                        
1
 到目前为止，在我国的官方文献与国内学者的研究中，仍旧在两个层次上使用“民族”概念，即“中华民族”

和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马戎，2004：36），而西方学者则普遍使用“族群”概念。本文在“族群隔离”、“族

群类同性”、“族群同质性”和“族群性”4 个概念中保留“族群”概念，在，而在其他部分使用“民族”概念。

这一是因为这些概念由西方学者提出，不宜用“民族”来替代，二是本文不涉及“中华民族”概念，因此，“族

群”与“民族”概念处于同一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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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教育取得了不少成效，但对于从小生长在农牧区、所受教育有限的藏族基层员工而言，这种教

育不足以使其在步入企业之后，具备充分的语言沟通能力。为解决语言问题，企业可以开办培训

班，但问题在于：（1）培训只能在业余时间举行，学习内容有限；（2）参加培训者往往属于语言

能力较差，徘徊在较低职业层级的一线工人，因此，培训难以帮助他们打造职业支持人际网络（缺

乏管理者的参与）。调研发现，汉语较流畅的藏族员工，其汉语学习经历分为三种：（1）员工进

入企业前，曾在其他机构（如另一家企业）内频繁接触汉族成员；（2）员工的朋友圈里有汉族朋

友；（3）员工进入企业前会一点汉语，在进入企业后，主动接触汉族员工，语言能力得到提升。

三种情况下的藏族员工之所以能够突破语言障碍，靠的是在工作生活中与汉族员工的接触。可见，

如果企业在语言培训之外，能够增加藏、汉员工的交流机会，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为推动藏、汉员工进行沟通，企业可以从三方面着手： 

其一，企业出面组织业余文体活动。调研发现，员工自发组织的一些活动有益于民族融合：

（1）诸如篮球、乒乓球之类与族群性无关又适合所有员工共同参与的团体活动，能够有效缩减

上下级之间的权力距离，也能推动藏、汉员工之间的横向沟通；（2）富有民族特色的活动，其中

部分活动不适合汉族员工参与（如，藏族员工会组织起来到寺庙里转经），但诸如跳锅庄舞这类

活动却可以鼓励汉族员工参加；（3）有些活动虽富有民族特色，但却为各族员工所喜爱，如，在

所调研的企业中的不少员工会自发地组织过林卡活动，藏、汉员工都喜欢参加。其实，只要企业

组织多样式的活动，加之以较为完善的文娱设施，不管其是否富有民族特色，藏、汉员工都会喜

爱并参与，就可达到推动民族融合之目的。 

其二，培养管理者（尤其是汉族管理者）民族融合意识，推动其主动与藏族基层员工沟通。

鉴于藏族基层员工在遇到问题时往往去找藏族管理者解决，因此在沟通过程中，汉族管理者应扮

演主动角色。然而，在访谈中，多数汉族管理者表示，除语言障碍外，藏、汉的民族差异性是造

成双方沟通困难的关键因素，这种差异性是固有的、难以克服的；甚至有汉族管理者指出，藏族

员工本来就应该由藏族管理者管理1。事实上，这些管理者大多与藏族员工极少接触，他们这种

从族群角度处理藏、汉关系的观点，把自己避免与藏族员工接触的行为合理化，进一步降低了双

方沟通的可能性。在访谈中，也有少数汉族管理者表示，与藏族基层员工打交道很容易，关键是

要取得对方的信任。他们建议，管理者与基层员工在业余时间打成一片（如一起打球、过林卡等），

对双方互建信任非常有帮助。可见，汉族管理者是否具有民族融合意识，并主动与基层员工沟通，

直接影响着企业内的族群隔离状况。 

其三，打造有利于藏、汉员工融合的居住格局。调研发现，各企业藏、汉员工普遍分住在不

同的宿舍中，甚至 C 公司的藏、汉员工大多还分住在不同的宿舍楼中。这种隔离状况并非刻意而

为，而是因为公司将管理层（技术人员）与基层员工安排在不同的楼中，前者以汉族员工居多，

而后者以藏族员工为绝对主体。这种居住格局减少了藏、汉员工在业余生活中的交集，不利于民

族融合。如果企业能够打破这种格局，安排藏、汉员工混住，将大大增加各族员工在业余生活中

接触的机会，也有利于组织开展业余文体生活。 

总之，对于西藏特色优势产业中小型民营企业而言，职工文化生活的安排，是企业文化资本

投入的重要方面。这项资本要素投入后的产出，将不仅体现在解决员工文化生活单调问题，使员

工更快乐地投入到工作方面，而且能够促进藏、汉员工交往，为企业留住人力资源发挥作用。 

 

四、 总结与思考 

 

                                                        
1 这样的看法也普遍存在于藏族管理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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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特色优势产业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发展，直接影响着西藏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这不

仅因为，这类企业往往是依托藏区资源（文化资源、动植物资源、水资源等）而创立，其发展状

况直接影响到西藏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更是因为，这类企业往往是吸纳藏族员工（尤其是当地农

牧民）的主力军（王凡妹，2014：54），其经营状况还直接影响到藏族民众融入现代化的进程。

然而，调研发现，这类企业的发展面临着重重困境，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资本未充分开发利用。 

本研究从两方面探讨了这类企业的文化资本问题：其一，产品的文化价值。笔者以民族手工

业企业与高原食饮品企业为例指出，无论是否生产传统文化产品，西藏特色优势产业企业均要考

虑如何运用藏文化元素，提升产品的文化资本存量，进而提升产品的文化价值问题。其二，企业

文化建设。笔者指出，这类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需要注意两点：（1）企业无论是在对外形象的

打造还是对内理念的诠释方面，都需要注意强调文化的民族特色，激发员工的文化自豪感，提升

员工的职业荣誉感，减少他们的流失。（2）企业需要从干预管理者的观念和行为、完善娱乐设施、

开展文娱活动、改变居住格局方面入手，提升员工的工作愉悦感，促进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进而加强员工的凝聚力，减少人员流失。 

另外，考虑到特色优势产业在藏区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地方政府除履行管控和服务职能

外，也可以在扶持前述企业发展方面发挥作用。就这些企业而言，利用特色资源生产出的耐用品

或是食饮品，都不是社会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加之价格优势不明显，很容易被其他产品所取代，

市场需求非常有限。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引导和扶持显得尤为迫切。 

其一，政府可以加大宣传力度，提升这类特色优势产业企业的品牌价值。如，政府可以采购

带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作为礼品，在扩大企业产品销售量的同时，提升企业的知名度。再如，政

府可以将产品与铁路（如青藏铁路）或航空捆绑在一起，为企业做宣传。对于现在那些已有国外

订单的企业，政府可以大力宣传，将其打造成世界名牌，提升企业的社会声望，获得品牌跨越性

的突破和拓展。 

其二，政府还可从内外两方面着手，帮助这类企业重塑文化。对外，政府可以通过与企业合

办各种民族文化节（比如羊绒文化节）或开办带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企业游等方式，在大力宣传特

色民族文化的同时，帮助企业打造民族品牌。对内，为帮助少数民族员工尽快地在企业中成长起

来，政府可以鼓励各企业建设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支持企业组织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为少数

民族员工和汉族员工打造顺畅的沟通平台，促进民族融合。 

总之，无论是产品文化价值的提升还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投入，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了让企业在

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对于西藏特色优势产业中小型企业而言，只有充分利用当地极富特色的文

化资源，同时在企业文化要素的投入方面，充分考虑民族文化特色与人力资源分布格局的特殊性，

就有可能开发利用好文化资本，为企业在市场上富有竞争力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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